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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成都市郫都区的长期田野观察，构建了“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农政变迁” 的分析框

架，实证分析了两个村庄的资本下乡过程和影响。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资本下乡

对两村进行了不同的塑造，但导致的农政变迁结果殊途同归。 为建立乡村振兴模板，战旗村在地方

政府大力扶持下，通过各类规划和国有企业投资，打造乡村振兴博览园核心示范区；白云村的发展则

主要是市场引导的“消费性建成空间”塑造，投资企业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打造田园综合体，将乡村空

间符号化和商品化，供追求文化符号产品的城市中产消费。 虽然两村资本下乡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

径不尽相同，但其农政变迁具有一致性：以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化和资本化为核心，农业逐渐现代化

和产业化，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农民减少，职业农民和“新农人”增加，乡村地域更深地嵌入城市资本循

环。 研究表明，农政变迁的一致性源于两地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和相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

同的治理方式仍可塑造相似的农村社会经济实践。
关键词：资本下乡；集体经营性建设地入市；农政变迁；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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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
工商资本进入乡村，延长农业产业链，助力乡村旅游等非农建设，已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学者们将这一现象称为资本下乡 ［１－５］ 。 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农
村土地市场逐渐活跃，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经营现代化农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并
逐渐从农业生产领域扩展到二、三产业。 对于这一类资本下乡，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推动资本下乡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动力 ［２，６］ ；第二，资本下乡过程中农业经营方式

的选择和改变 ［４］ ；第三，资本下乡对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７－８］ 。 以上研究分别

从原因、过程、影响等方面构建了资本下乡的面貌。
相关研究发现，资本下乡反哺农村 ［２－３］ 不仅是对乡村要素流失进行经济层面的反哺，也是对

乡村治理体系的政治反哺 ［７］ 。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社会经济，如农村的非农

化倾向、农地权属和土地利用类型调整、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农村逐渐依附于企业发展

等 ［２］ 。 然而，在乡村建设逐渐向以土地资产等为核心的乡村运营转变 ［６］ 的过程中，当前研究对

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本下乡的探讨并不深入，且多从农民 ［３］ 、企业 ［４］ 和村庄 ［５］ 等单个视角分析资

本下乡后的乡村变化和乡村治理 ［８］ ，忽视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整体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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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中，经营农村土地已成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最为集中的领

域，如近年来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２０１５ 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

市大兴区等 ３３ 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进行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简称土地入市）改革试点，允许农民集体按照规定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给集体以外的土地使用者；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开始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删去了“从事

非农业建设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 自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可直接进入市场交易。 关于土地入市改革的研究多集中探讨入市的法理依

据 ［９］ 、模式和路径 ［１０］ 、利益主体博弈 ［１１］ 和增长收益分配 ［１２－１３］ 等。 少数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土地

入市对“三农”的影响，比如，土地入市能够为当地农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 ［１３］ ，存量不均衡的

土地入市势必在短期内加重不同集体间的贫富差距 ［１４］ 等，但当前仍少有研究从土地入市的角

度探讨资本下乡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整体影响。 因此，基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对成都市郫都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田野观察，本研究将利用农政变迁

理论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城市工商资本如何通过土地入市进入乡村经营土地？ 资本下乡和

土地入市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理论分析框架：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农政变迁

（一）农政变迁理论的基本命题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在英文语境下包含了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等多层含义，国内农业社会学学者将

其翻译为“农政” ，用来描述与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等有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 ［１５］ 。 在

Ｋａｕｔｓｋｙ［１６］ 提出农政问题的基础上，西方学界对农业资本化和农业工业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并对

资本、财产权利、农业经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农政变迁理论。 农政变迁理论探

讨了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转型和变迁 ［１７］ 。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通过对早期世界范围内农政变迁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农政理论研究的四大关键命

题：“谁拥有什么？ 谁从事什么？ 谁得到了什么？ 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 ［１８］ 并将关于农政研

究的讨论分为四个层次：乡村地域、城乡系统、国家范围（农业与国民经济） 、世界范围 ［１９］ 。 农政

变迁理论在吸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农政变迁理论认

同马克思经典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利用乡村地域的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等经济基

础去分析产权关系、农村社会阶层和相关政治、法律等社会结构的改变。 例如，Ｋａｙ［２０］ 通过剖析

智利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发现了其资本积累后的乡村社会阶级分层，认为智利想要重新融入世

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耗费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第二，农政变迁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农业资本

主义的观察，认为土地、劳动等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变化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例如，
玻利瓦尔在农政变迁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府－社会－资本”结构，促进了该国大豆等的农业

生产和资本积累 ［２１］ 。 第三，农政变迁理论注重社会资本、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分析，回应

了 Ｋａｕｔｓｋｙ 对社会因素的重视 ［１６］ 。 第四，农政变迁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土地产权的论述，认为土

地财产关系是乡村政治的基础，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和再生产变迁、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和

乡村政治治理有直接关联 ［１５］ 。
在农政研究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叶敬忠等 ［１７，２２］ 总结了中国农政变迁应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形

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政

府和市场的互相建构下，虽然中国的农政转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去小农化” ，但其不再是马克

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或者 Ｈａｒｖｅｙ 所说的“剥夺性积累” ［２３］ ，而是“无剥夺积累” 。 在这个过程

中，重构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力机制不是唯一的和单向的，而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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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 ［２４］ 。 叶敬忠 ［１７］ 还指出，在面临国家发展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生产过程商品

化、半无产阶级化、农村阶层分化、土地商品化和工商资本下乡亟待深刻的理论阐释。
（二）农政变迁理论对经营土地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商品化及其产权关系变革一直是农政变迁研究的关注重点 ［１５］ ，相关研

究主要探讨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第一，农政变迁过程中土地如何被异化成为商品。
Ｇｏｏｄｗｉｎ［２５］ 发现厄瓜多尔乡村的土地商品化包含了“激活土地市场”和“发展土地市场”两个不

同阶段，并认为其属于土地商品化中“固有的”和“变化的”两种特性。 这种非线性、非均衡的土

地商品化和乡村转变过程在土耳其也被证实 ［２６］ 。 第二，土地商品化对农政系统的社会、经济、
政治等多方面产生影响。 Ｚｈａｎｇ［２７］ 认为在中国农政变迁中，不断更新的国家政策为乡村土地和

劳动力商品化提供了动力，并且导致了农民群体的多样化和乡村社会的深刻改变。
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农政变迁和土地产权的关系，发现土地产权变化与乡村重构之

间联系紧密。 杨磊 ［１５］ 将土地产权系统和乡村治理系统融入农政系统，利用农政变迁理论，探讨

产权如何影响乡村社会，发现农地产权变革是一个将乡村经济、社会、政治与乡村治理联结的过

程，土地产权变化最终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 潘璐和李华 ［２８］ 从空间的角度解读了在乡村

实现产业转移时，资本并未对土地进行直接攫取，而是通过对自然空间的争夺，实现了“剥夺性

积累” 。 但是，对于土地产权关系变革对中国乡村的农政系统的影响，即“谁获得土地，如何获

得土地，用土地干了什么” ，并未给出详细阐述和理论解释。
我国通常采用“经营土地”或者“土地要素市场化”来描述土地交易中土地使用权的让渡和

土地市场的建构 ［８］ 。 促进城市发展被认为是经营农村土地的主要动力 ［２］ ，即地方政府通过征收

农民集体土地，并将其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出让给开发商，垄断土地增值收益来建设城市。 但

近年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逐渐成为经营土地的重要手段，
即城市工商资本进入乡村，寻找合适的集体土地直接在乡村地域进行旅游开发和商业运营。

本研究吸纳农政变迁理论中关于土地研究的观点，将经营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作为研究资本下乡导致农政变迁的中间变量，建立“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农政变迁”的分析框

架，探讨资本下乡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图 １） 。 通过解析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土地资产

化和资本化，可以更好地展现资本下乡的不同面向和对乡村社会经济整体的影响，这对我国“三

农”问题和促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２２］ 。 下文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通过

详细剖析资本下乡的过程，探讨资本进入乡村经营土地的两种类型。 第二，通过辨析资本下乡

后的农村、农业、农地和农民的变化，探讨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后的农政变迁。

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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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资本下乡经营土地的逻辑

国家的介入是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和农政变迁的重要动力之一 ［２７］ 。 成都市自 ２００４ 年开

始的城乡统筹发展为以经营土地为核心的资本下乡提供了广阔舞台。 ２００７ 年成都市成为统筹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各区县进一步推进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
郫都区作为城乡改革的先锋区域，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

多项改革措施，开展了多个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本文选取成都市郫都区唐

昌镇战旗村和红光街道白云村作为实证分析对象。 案例选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土地利用

方面，两村均通过整理分散的农村居民点和废弃乡镇企业用地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指标，通过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获取发展资金，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两村均已交易 １５０ 亩以上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表 １） ；地理位置方面，两村均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属于成都市的 １． ５ 小时都市圈范

围；基本条件方面，战旗村面积比白云村面积稍大，但两村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相当（表 １） 。
表 １　 战旗村和白云村的基本情况

村名 总面积（亩） 耕地面积（亩） 村民小组（个） 农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交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亩）

战旗村 ３０９０ １９３０ ９ ５２９ １７０４ １７１．０４

白云村 ２５７３ １９５６ ８ ６０６ １８１３ １８２．７３

　 　 资料来源：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田野调查及郫都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ｄａｅｅ． ｃｏｍ ／ ｐｘ ／ ）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交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统计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表 ２、表 ３ 同。

（一）战旗村：政府主导的乡村振兴模板

战旗村的资本下乡是政府打造乡村振兴模板的过程。 战旗村长期以来有发展集体经济的

传统，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其成为区政府塑造乡村发展的典范。 政府的主导性和国有资

本的介入是战旗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其后续的农政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当地政府主

要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两种方式促进和规范资本进入战旗村，并引导土地入市后开发利用

的产业类型，进而改变乡村的社会、经济、政治过程。
１． 行政力量：机构建设和制定规划

通过机构建设和规划制定，郫都区政府主导着战旗村的土地入市交易和开发利用。 成都市

乡村振兴博览园项目作为该市支持乡村发展的重要政府项目之一，落地郫都区。 位于该园核心

区的战旗村成为城市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经营土地的集中区域。 一方面，郫都区政府专门成立了

“乡村振兴博览园管委会”和“乡村振兴博览园建设中心”两大平台，以整合政府资源和市场单

元，并明确了乡村振兴博览园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导向。 另外，唐昌镇成立了“唐昌镇乡村振兴先

导区管委会” ，为战旗村的土地运营、人才引进、农村金融等工作提供了专业性行政支撑。 另一

方面，当地政府编制了一系列规划，解决了战旗村土地“在哪里发展”和“发展什么产业”这两个

问题。 其一，郫都区依据《郫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专项规划》 ，制定了该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

利用策略，完善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及其管制规则，明确了战旗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发展“乡村

振兴示范区”的发展定位。 其二，村庄规划根据村域地形格局和原镇村体系现状布局产业，构建

具体的产业类型及空间结构。 这些管理机构和规划对战旗村土地的现状管理和未来开发利用

进行了约束，确保了乡村土地市场化朝着地方政府的预期演进。
２． 经济力量：国有企业投资和国有银行融资

国有投资企业和国有银行解决了战旗村开发利用土地的资金来源问题。 入市的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一般是农村宅基地和废弃工矿用地拆旧后腾退的农村建设用地。 这一过程需要投

入大量财力进行旧房拆迁和农民安置。 为了保障战旗村的土地整理和入市有充足的资金，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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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郫都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全额控股，成立了“成都市郫都区蜀都乡村振兴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盘活战旗村土地资产资源。 具体而言，战旗村被区政府选为郫都区第一宗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交易的村庄，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随后，战旗村在该公司和国有银行融资支持下，
斥资 １．６ 亿元竞得其他乡镇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了土地要素的跨集体流动，进一步盘

活了土地资源（表 ２） 。 同时，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国有资本的帮助下，积极整理闲置农村建

设用地，进而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给企业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土地价款共计 １６３３．３５ 万元。
除去向地方政府缴纳 １５％和 ３％左右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和与契税相当的调节金之外，集体仍获

益超过千万元，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和土地融资的规模。
表 ２　 战旗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

类别 竞得时间
宗地涉及

村组
竞得企业 入市方式

宗地面积

（亩）

竞得单价

（万元 ／ 亩）

竞得总价

（万元）

出让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给企业

２０１５ ／ ９ ／ ７ 唐昌镇

战旗村

四川迈高旅游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挂牌 １３．４５ ５２．５０ ７０６．１３

２０２０ ／ ５ ／ ８ 唐昌镇

战旗村

四川天府旅游度假区开发有

限公司，成立新公司 “ 四川战

旗飘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作价出资

（入股）

６．６０ — ６４７．３３

２０２０ ／ ７ ／ ９ 唐昌镇

战旗村

盛美文（成都） 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挂牌 ２．８６ ９８．０７ ２８０．４８

从其他集体竞得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２０２０ ／ ５ ／ １３ 德源镇

红旗社区

成都市郫都区战旗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挂牌 １４８．１３ １１０ １６２９４．３０

（二）白云村：市场主导的“消费性建成空间”
与战旗村不同，白云村资本下乡和土地入市主要是市场的自主行为。 由于城市工商资本在

城市空间面临积累过剩问题，乡村的消费性建成空间成为资本创造价值的新媒介，被有意图地

生产出来 ［２９］ 。 Ｈａｒｖｅｙ［３０］ 认为资本有其固有的不断加速资本循环的特性，所以需要通过对建成

环境等进行长期投资来避免或者延缓资本过度积累引发的危机，进而持续获取空间的剩余价

值。 目前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资本对“消费性建成环境”的投入 ［２９］ 。 白云

村的案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一方面，投资企业通过符号化和商品化乡村空间打造以“田园

生活”为核心象征的文化产品，对都市人形成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成都市城市中产对文化产

品的诉求日益增长，形成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
１． 投资企业：符号化和商品化乡村空间

白云村的消费性建成空间建设始于 ２１ 世纪初的土地整治项目，通过农地流转和整理分散

的农村居民点打造乡村旅游项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土地集约利用和空间商品化。 ２００８ 年，徐
堰农业公司开始在郫都区红光街道白云村、寇家坝村和汉姜村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和农业开发，
准备在打造葡萄种植农业产业园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商贸、旅游、度假、居住等综合项目。 但

由于当时同质化的农家乐式乡村旅游已不再受到城市游客的青睐，项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
至 ２０１２ 年停工。 随后，上海多利农业公司成立了多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多利） ，接管了

徐堰农业公司在白云村整理后的土地，并依托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改革政策，获得了更多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表 ３） 。
在获得更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后，多利公司在三个维度上打造田园综合体“多利农庄” ，并

不断将乡村空间包装成田园生活进行售卖，进一步打造了乡村的“消费性建成空间” 。 第一，以
有机蔬菜生产为基础，打造生态农业本底；第二，以都市生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引擎，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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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周边和成都市的城市中产造访；第三，以销售市民农庄①为抓手，创造项目的核心收益。
这三个维度分别将乡村的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符号化和商业化，将项目划分为有机

蔬菜种植示范区、共享田园、滨河游览区、乡村酒店、市民农庄等多个功能区，吸引城市中产到访

多利农庄消费乡村空间。 通过打造这些消费和游览空间，多利农庄将乡愁文化和田园慢生活等

文化符号与这些空间绑定，向城市中产提供“田园、家园和乐园”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
表 ３　 白云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

竞得时间 宗地涉及村组 竞得企业 入市方式
宗地面积

（亩）

竞得单价

（万元 ／ 亩）

竞得总价

（万元）

２０１６ ／ ３ ／ １１ 红光 街 道 白 云 村 第 ５、

８ 社

多 利 （ 成 都 ）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挂牌 １９．９１ ６８ １３５３．８８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３ 红光街道白云村第 ２、３、

４、５、７、８ 社

多 利 （ 成 都 ）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挂牌 １０８．３８ ６９ ７４７８．２２

２０１９ ／ ３ ／ ５ 红光街道白云村第 ２、４、

６、７ 社

多 利 （ 成 都 ）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挂牌 ５４．４４ ９７ ５２８０．６８

　 　 ２． 城市中产：消费乡村空间文化符号

城市中产是乡村消费性建成空间形成的另一推动力量。 消费乡愁文化和家园情结已经成

为一种时尚，并逐渐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２９］ 。 城市游客选择白云村多利农庄，不仅是因为其具备

传统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的基本功能，还因为其创造了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进行“商养学闲情

奇”的新型体验。 第一，在生活空间方面，多利农庄修建的市民农庄和乡村酒店，为都市人群在

城市近郊提供了在田园生活和商务办公的空间体验。 第二，在生态空间方面，多利农庄周末通

过举办各类活动包括农业生态观光、生态农事体验和农耕民俗文化培训等，为城市游客提供不

同于城市快节奏生活的田园生态体验。 第三，在生产空间方面，多利农庄创造性地将有机蔬菜

种植、加工、销售和就地消费进行绑定，为城市游客提供了田园生活的餐饮体验。

四、资本下乡后的农政变迁

“经营土地”实质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或者西方学者认为的“土地商品化” 。 资本的注入势必

引发农业生产方式、劳动力等的变化，进而改变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 这些变化相互影响甚至

相互耦合，构成了农政变迁的具体方面。 郫都区的资本下乡主要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和

土地入市来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集体资产的核心，成为“商

品”进入土地要素市场，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实践，包含了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四个重要的

农政变迁维度 ［１７］ 。 虽然城市要素下乡的外源性和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土社会的差异

性 ［７］ ，但本研究通过战旗村和白云村两个案例，发现资本下乡引发的农政变迁具有一定共性：其
核心是城市资本利用土地入市的途径，资产化和资本化农村集体土地，进而导致农业产业的升

级和对传统农民数量需求的减少；农业的现代产业化和农民分化进一步加速土地的集约利用；
同时，农业产业升级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管理和经营能力，加速了“新农人”的出现，并有利于农

业产业化水平本身的进一步提高；最终，农地、农业和农民的变迁引发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化

（图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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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政策文件中明确禁止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商品房，“多利桃花源”市

民农庄的宣传语以“中国经营性家庭农庄”定调，试图规避这一规定，并要求顾客以公司名义（提供公司营业执照）进行购买。
在第一批 ２７ 套农庄售出后，购买者获得了成都市郫都区国土资源局（后改为郫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登记办理的分割集体

土地产权到户的不动产证。 但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后续的市民农庄项目只能共享最初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时的以宗

地为单位的不动产证。



图 ２　 资本下乡与农政变迁

（一）农地变迁：土地资产化与资本化

郫都区资本下乡的核心是经营土地，即在土地要素市场化的过程中将农村集体土地资本

化。 资源性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本质属性；成都市通过农地确权工作进行“还权赋能” ，赋予农民

集体土地以资产属性；农民集体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将农民集体土地以资产

的形式与企业进行交易，实现了土地的资本化。 无论是由政府主导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的战旗

村，还是由市场主导开发消费性建成空间的白云村，均是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分散

的农村建设用地集中用于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开发，显化土地价值，从而实现乡村发展的。
土地资本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并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但其带来的村民生活成

本上升、被迫生计转变等问题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诟病 ［３１］ 。
（二）农业变迁：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

土地要素市场化推动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农地的集中又催生了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变

革，小农经济逐渐向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规模农业经济转变。 战旗村和白云村曾经都以传统种植

业为主，种植粮油、蔬菜和少量苗木作物。 资本下乡后，企业在取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开发

的同时，也转包了大量农用地打造现代化农业产业。 比如，战旗村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榕珍菌业”占地 ３００ 亩，进行杏鲍菇、金针菇等食用菌种植、加工和销售，参与并承担了

“星火计划”等多项国家、省、市农业产业化项目。 另外，由于政府对郫都区乡村旅游的一贯支

持和乡村旅游市场活力，战旗村和白云村将农业生产与休闲观光农业紧密结合，打造了“蓝彩

虹”蓝莓基地和多利农庄采摘体验园，为城市游客提供田园观光、休闲度假、餐饮购物等服务，延
长了农业产业链，实现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三）农民变迁：传统农民与“新农人”
城市资本涌入农村，城郊乡村的“去小农化”特征明显 ［１７］ 。 传统农业的衰落势必造成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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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分化。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逐渐松绑，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

产，他们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甚至在城市定居，成为城市居民。 由此，长期从事传统农业的人口

逐渐减少。 同时，现代农业催生了一批“新农人” ，他们具备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包
括将农业生产、服务和经营作为主要职业的职业农民和从城市来乡村专职或兼职经营新型农业

（如“社区支持农业” ）的都市人群。 战旗村和白云村集体不仅通过农业技术培训将传统农民改

造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而且通过灵活利用乡村振兴政策 （如农村 “双

创” ） ，大力吸引城市人群到乡村进行创新创业，培育“新农人”和乡村工匠。
（四）农村变迁：城乡分离与城乡一体化

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资本的积累必然要经过工业部门挤压农业部门、城市地域盘剥

农村地域的过程。 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夺性积累” ［２３］ ，叶敬忠和吴存玉 ［１７］ 认为中国的发展

应属于“无剥夺积累” ，中国农村变迁也应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逐渐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

化。 从战旗村和白云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资本从两个维度改变了城乡关系。 第一，城市要

素（人才、技术、文化、信息等）受资本影响不断进入农村，城市地域本身不断向乡村地域扩展，
城市资本主动吸纳乡村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比如，妈妈农庄、多利农庄等乡村旅游项目

吸引了城市游客和相关服务产业在乡村地域的发展。 第二，乡村受到城市资本的影响，改变了

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被动地嵌入城市资本循环的过程。 比如城市居民购买“多利桃花源”
的市民农庄在农村生活，将乡村空间转变成“商品” ，并将其置于城市资本的流通中。 但在城市

与乡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城市资本的逐利性，乡村地域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

时，是否会逐渐成为城市地域的附庸？ 是否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形成新的城乡分离？ 这些问题

都值得思考。
（五）讨论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为何不同的资本下乡进程（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导致的农政变迁特

征一致？ 本文借助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３２］ 构建的四层级社会分析框架，即“嵌入－制度环境－治理－资源

配置和使用” （表 ４） ，发现以下四点：第一层级：嵌入。 两村在地理空间上临近，都属于川西民俗

文化区，在传统规范、文化、传统、习惯、习俗等方面都非常接近。 这些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农业生

产生活中的决策方面，而且体现在接受这些传统规范和习惯的农民如何认知和接纳外来资本进

入乡村开发土地方面。 第二层级：制度环境。 两村均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的管理范围，土地入市

开发和乡村项目建设的法律法规相同。 第三层级：治理。 从郫都区第一宗土地入市选址到“乡

村振兴博览园”的建设，可以发现战旗村的土地入市和项目建设均由郫都区政府主导进行；而白

云村唯一的土地整理开发项目几经易手，从单纯开发乡村旅游到售卖“市民农庄” ，属于更加迎

合市场需求的市场行为。 第四层级：资源配置和使用。 两村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均通过对闲置

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并集中得到农村建设用地指标，进而将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

进入市场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 所以，在第一、第二层级，两村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均高度一

致；在第三层级，虽然两村治理的主导力量分别是政府和市场，但两者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第

四层级）相同，即资本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注入乡村进行建设开发。
表 ４　 资本下乡的四层级社会分析

分析层级 内涵 资本下乡实践

第一层级：嵌入 非正式制度：规范、习俗、习惯、传统和宗教等 一致：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非常接近

第二层级：制度环境 正式制度：宪政、法律和产权等 一致：土地入市开发和乡村建设的法律法规相同

第三层级：治理 治理方式：市场、混合形式和科层等 相异：战旗村为政府主导，白云村为市场主导

第四层级：资源配置 和

使用

资源配置手段：价格、调配、激励等 一致：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用于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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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政变迁的关注点正是农业、农地、农村和农民在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层面的转变 ［１５］ ，这
些转变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受到

地方实践（如土地资源配置）的深刻影响。 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土地入市和项目建设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不同核心引导力量，但并不影响资本逐利、农民群体分化、农业产业化等客观规律，
也并不阻碍土地资源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客观现实。 所以，在郫都区的资本下乡实践中，第
一、第二层级的制度保持稳定，第四层级资源配置方式相同，即使第三层级治理方式有所不同，
其改变乡村社会经济的方式和结果也一致。 即资本下乡将农村土地资产化和资本化，引致了相

似的农政变迁。

五、结论

在战旗村和白云村两个案例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已成为资本下乡经营农村土

地的重要手段。 这与焦长权等 ［２］ 对湖北省和重庆市的观察结果一致：农村土地是推动经济发展

的核心要素，被纳入城市资本的循环积累。 这也从正面印证了“符号生产”是资本下乡对乡村

空间进行改造的重要途径 ［７，２９］ 。 但是，本研究在已有观点基础上作进一步拓展，通过两村土地

入市的案例，发现两村资本下乡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并不相同。 战旗村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力

量和经济力量通过盘活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实现发展的，其背后核心推动力是地方政府打造乡村

振兴模板的行政目标诉求；白云村的发展则主要是市场引导的“消费性建成空间”建构，投资企

业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打造田园综合体，将乡村空间符号化和商品化，供追求文化符号产品的城

市中产消费，其背后是资本对于市场需求的主动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细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资本下乡并非割裂的两种类型。 其一，资本下

乡的本质是城市资本在城市空间积累过剩而向乡村转移 ［２９］ ，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其
逐利性是相同的。 其二，政府主导的资本下乡虽然可以通过制定规划和建设机构加以引导，但
仍然需要通过市场（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形式来运行；市场主导的资本下乡也是

在政府制定的政策框架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土地和惠农政策的影响，并非完全的市场自由意志。
所以，当前的资本下乡和土地入市应该理解为“政府企业家主义”在乡村地域的延续，是政府调

控和市场调节工具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３３］ 。 在实际中，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者谁占主导地位，
受到地方政府意志、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投资市场和土地市场热度等多方面影响。

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类型可能并不能够完全涵盖所有资本下乡的情形，但无论是地方

政府、市场，还是其他力量推动资本下乡，其导致的农政变迁是具有共性的。 以农民集体土地的

资产化和资本化为核心，农业逐渐现代化和产业化，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农民减少，职业农民和

“新农人”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政变迁的一致性源于两地正式、
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和相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治理方式仍可塑造相似的农村社会经济实

践。 但是，资本循环的不变逻辑是为了积累而积累，资本下乡只是其积累的媒介和地点从城市

转移到乡村，将乡村地域空间更加深入地嵌入城市资本循环。 那么，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入市，
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否能全面振兴乡村，是否能够保留其“乡村性” ，或者乡村将逐

渐向“混合乡村性”转变，或者乡村振兴被动地裹挟在城市化的宏大进程中？ 这些问题仍然需

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从农地、农业、农民和农村等方面全方位分析乡村地域的社会经济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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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ｉｄ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ＹＡＮＧ Ｒｅｎ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ｄ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ｌｅｄ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ｈａ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ｂｕｔ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ｕ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ｑ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ｂｕｉｌ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ａ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 ｐａ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ｉｙｕ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ｅｒｔａｉｎ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ｔ⁃ｌｅ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ｖｅ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ｕｉｌｄｓ ａ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ｕｓ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ＲＣＣＣＬ）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ｖａｒｙ，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ＣＣＣ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 ｎｅｗ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ａ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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